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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为日语，翻译：丁 乙 

序言 

    20 世纪的战争、殖民地支配与和解是以何种方式被阐述的？对于已有大量研究积蓄的

这个问题，我们将有意识地承接前次论坛中的”历史的大众化”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在本次大会的宗旨中也已阐述，从专家的角度来看，对于 20 世纪东亚历史发展的主要

路线并无认识层面的较大争议。但尽管如此，在东亚，对于历史的认识依旧是一个课题。对

此，国家的存在发挥了巨大影响力，对于国家而言，何种历史认识能成为可能是个有探讨余

地的问题，而这不仅仅关乎各个国家的历史学的形态，也与其中生存着的每一位市民所养育

出的历史意识相关联。 

这也是为什么在以对社会的历史认识有很大的影响的学校中的历史教育为首，历史学家

非常关注市民的历史认知。 然而，是否有一些问题被忽略了呢？虽然我对于“对方的 ‘历

史认识’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这一宗旨中的已有的问题提起非常赞同，但是对于自己的社会

中所生存的市民的“‘历史意识’的意识”，我认为还有极大的探索的余地。 

  本文中，我也会参考自身经验，从重视市民书写自身历史的意义的立场，选取现代日本

市民的历史意识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这里所谓的“历史”这一词汇会从其广义范围进行解

释，将关注传统含义中的历史研究的“外部”。在展开论述前，我想先通过规定 1990 年代

以后的转折点，即对“经验”这一领域的关注度的上升过程与现今的历史研究相连结的这一

转折点，来限定我的探讨范围。 

 

1. 关于 20 世纪战争、殖民地支配与和解 

 

    20 世纪末，冷战的终结所带来的变动波及各方各面。在日本，自民党的长期政权落下

了帷幕，首相对于殖民地支配的歉意的表明等，预告了对战争与殖民地支配的历史的态度的

改变。在战后 50年，此前许多无法得以阐述的个人的战争经验也被重新讲述。 

在 1990 年代的日本，关于战争责任问题，哲学家、文学家等参加并进行了积极的讨论
1
。从韩国社会得到的作为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牺牲者的当事人的证言具有极为强大的冲击

力，由此为契机开展了对于证言和资料的发掘活动，有良知的历史学家与活动家们阐明了战

时系统性的性暴力的存在。这样的情况也与大众媒体共振，我们可以确认当时的电视与前后

的时代相比，给予了战时的迫害问题更多的关注
2
。 

 
1
 小森阳一、高桥哲哉：《超越国家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 
2
 米仓律《八月新闻与战后日本》，花传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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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变化是与历史研究的状态整体联动的。在当时，对于战后历史学的转换期研究带

去巨大影响力的研究之一是由西川长夫提出的国民国家（批判）论
3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

对于西川的论述都存有批判，而在更为具体的、细致的研究得以进展后，进一步带来了与此

前不同形态的批判研究，并树立了新论点，可谓是研究的重要成果。 

    此外，对于国民国家批判的高涨也带来了另一契机，即对于此前处于国民外侧的人们的

关心也得以高涨，对其历史的探求得以进展。实际上，在日本的朝鲜人、琉球・冲绳史、阿

伊努族史的研究的进展，或与其并行的“帝国的历史”、“殖民地的历史”的讨论的盛行，

都给相关研究分野的风景带来剧变
4
。 

    关于殖民地研究的进展，也给历史教科书中的记叙方式带来变化。日本军慰安妇制度的

处理方式等诸多典型问题向来是受人关注的论点，但此外的各方各面也经历着变化，却往往

被忽视了。研究者、学生们跨越国界相互往来，通过学习、交流使得先前在国民国家的框架

下被探讨的情况产生巨大变化。专家之间的意见不合的情况也显著减少，这也是这一期间的

的重大成果。 

    但是，社会本身的变化，也会导致历史学此前重视的学问与社会的关系的质的变化问题。

毫无疑问，从个别问题来说，通过自身的历史研究，对于战争牺牲的和解问题作出研究贡献

的也存在。比如，就战时中的强制劳动问题，西松建设（旧西松组）与中国人劳动者以及遗

族之间的和解问题
5
。与处于劳动现场、作为当今的管理者的中国电力也有交流，由和解问题

孕育出的历史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然而，从整体看来，在愈发繁忙、体制化的大学中进

行的学问与不断流动变化的社会之间的良好关系究竟是什么，依旧是现今不断在摸索中的课

题。 

作为对这种情况的反应，与其说催生出了新的统合性的研究方法，不如认为是回到了作

为实实在在可以共享的，诸如东日本大地震和新冠病毒的流行这样的"事件"和"经验"。“经

验”在历史研究中逐渐占据了主要地位，其背景是日本战败后经历了很长时间，有直接经验

的一代人也经历变化，导致人们重新审视“我们为什么要继承战争的经验”这个以前显而易

见的问题
6
。关于战争与殖民统治的研究也无法再像以前那样进行。 

尽管对“经验”的关注日益高涨，但对于非专家而是个人自身的“经验”的记录行为，

尤其是对于自身的历史进行书写的行为，目前所得到的学术关注，在历史学的文脉中绝非处

于突出地位。 

从国际范围来看，与对于记忆问题的学术关注度的高涨相辅相成，人们对自传的关注也

水涨船高。口述历史（oral history）的代表研究者，保罗-汤普森从叙述（Narrative）这

一点与口述历史的相通性对自传研究的经过发展进行了简要总结
7
。 

汤普森指出，1990年代以后，对于自传、信件或日记等个人的书写记录（Life ‐writing）

 
3
 西川有诸多著作，如《国民国家论的射程》，柏书房，1998年。 
4
 关于殖民地研究的成果，可参见日本殖民地研究会：《日本殖民地研究的现状与课题》，

雅典社，2008年；同研究会：《日本植民地研究的论点》，岩波书店，2018年。 
5
 内田雅敏：《元徴用工 通往和解的道路》，筑摩书房，2020年。 
6
 兰信三、小仓康子嗣、今野日出晴：《为何要继承战争经验》，Mizuki书林，2021 年。 
7
 Thompson, Paul, Joanna Bornat(2017) “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4th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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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关注度不断增强。1999 年，在中国北京大学的文学研究者赵白生（Zhao Baisheng）

的倡议下，成立了 International Autobiography Association。Life Writing 是一个包

含自传的极其广泛的类别，近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由七卷组成的通史性质的研究成

果。其最近的一卷涵盖了 1945-2020年期间
8
。 

当然，在日本也存在很多关于在过去书写的自传或笔记的历史研究。近年来，对于个人

存留的记录，出现了以“自我文件（ego document）”的称呼进行把握的研究趋势
9
。尽管如

此，我还是要重申，目前在进行中的不断产出的个人层面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是

极其薄弱的。然而，我认为这为包括战争和殖民统治的历史的相互理解留下了重要的参考线

索，在下文中，我将讨论市民表达其"经验"的事例。 

 

2. 历史的现场 

我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其与"历史的大众化"相关联。谨慎起见，首先需要确认的是，

无论历史学本身在世间的关注度是如何低调的，这似乎并不意味着对历史学家的专业知识没

有需求。专业的历史学家（如矶田道史、吴座勇一，以及吉田裕）所书写的书籍以数十万册

的数量被广泛阅读。这在日本的阅读市场上来说是巨大的。正如此前论坛所指出的，与担负

着地方史研究的"准专家"的交流，虽也直面着老龄化的挑战，但仍旧得以维持。 

然而，我想关注的是一个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学与人之间的关联的延长线上并不存在的领

域。在这个领域中，现状是历史学与人们的活动是相背离的，而研究与广义上的、与传统的

关注点不同的历史关注没有连结。我想把这种新的关注出现的场所称为“历史学的‘现

场’“。 

在思考大众化的时候，考虑到在各种内容产业中出现的历史的商品化以及它的消费的侧

面是很重要的。然而，我想在这里讨论的是基于市民在生存中所感受到的迫切的必要性的、

对于广义上的"历史"的关注，以及表达这种关注的作品。 

 我首先想举的例子是"抗病记录文库"。近年来，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都设立了一个收集

抗病记录的区域。所谓抗病记录，指的是记录如何与疾病斗争、回顾斗争经历的作品。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它是当事人的历史。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当谈到关于疾病的标准知

识时，最为重要的是学会和专家监督的"科学性的"知识。然而，仅仅如此是不足以让人们信

服的。在接受某种治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虽然可以通过概率给予说明，但这对病人本身的

“意义”是无法标准化的。具有不同的情况的个人在对事件解释时，需要接触和学习其他的

个体经验的情况并不少见。 

    其次，一些自治体在积极支持回忆活动，因为他们认为追忆过往具有健康层面上的预防

老年痴呆症的效果。在日本中部地区的爱知县的北名古屋市，"昭和日常生活博物馆"通过收

集与 20世纪普通百姓的生活密切关联的物品，并将其提供给当地聚会，来支持回忆计划。 

老年人们以所收集的过去的物品为线索，进行谈论和倾听。据说这样的活动可以激发人们参

加社区活动的意愿。 

 
8
 Hayes, Patrick ed.(2022) “The Oxford History of Life-Writing: Volume 7: 

Postwar to Contemporary, 1945-202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9
 长谷川贵彦《自我记录的历史学》，岩波书店，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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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鉴于孤独和孤立已然成为社会问题，在关西的京都市，作为对抗老年人的孤独和

孤立的对策，为老年人们提供机会在当地聚会上谈论他们的历史的公民活动受到了行政部门

的高度评价。 

    参与以上这些企划的人并不尽是专业学习过历史的人。他们只是从支撑人们的专业角度，

关注和利用人们接触其他个体的历史，并从而表达自己的历史的"功效"。这种新兴的、个人

化的历史意识的实际需求与历史学之间的距离，处于一种不折不扣的断裂状态。 

历史学如何能与这种新的需求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考虑战争与殖民主义的问

题？对此，我想参考 1985 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人类教育会议（ユネスコ国際

性人教育会議）上通过的《学习权利宣言》。 

在宣言的开始部分，对学习权做了如下规定。 

 

    学习权指的是阅读与书写的权利，是持续提问与深入思考的权利，是想象与创造的

权利，是阅读自身的世界与谱写历史的权利，是获得所有教育手段的权利，是发展个人

与集体能力的权利。 (由国家教育研究所翻译) 

 

它被认为是每个人作为学习者的权利，可以阅读自身的世界，谱写历史。居住在关东地

区的神奈川县川崎市的一位在日韩国女性在当地学习认字班习得文字后写下的醒目话语，成

为一本关于他们如何拼写、谱写的书名。――“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Watashi mo jidai 

no ichibu desu）
10
。 

在这个日本民族中的少数群体集中居住的地区，仇恨言论的恶果层出不穷，因而催生了

全国首个规则条例的制定。这样一份写于连生存都会受到威胁的地区的声明，难道不是在叩

问我们人们的权利与历史意识之间的联系吗？ 

 

３．色川大吉与本人史 

谈及谱写历史的权利，如何考虑作者是个重要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并非没有人指出这个

问题。历史学家色川大吉（1925-2021）在 1970 年代创造了"本人史"这个术语。此后，"本

人史"一词被众多人所接受。为什么它激发了许多人的参与意愿？色川的论点在今天依旧具

有值得探讨的重要的意义。首先，我想追溯色川的历史学的脚步，思考他的历史研究的发展，

并进一步考虑历史的作家。 

色川大吉的以《明治精神史》为首的作为历史学家的工作，现今依旧是日本研究的经典

作品，具有重要地位。被称为大众史的历史观，在与社会的对话中不断成型。尤其是 1960

年的安保条约斗争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当时在韩国已经发生了一起学生革命，而日本则因

为美日安保条约的修订发生了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在中国，以群众动员的方式抗议美

日安保条约的修订，也塑造了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作为一名历史学家，色川参与了这一系

列的运动，并完善、推敲了他自己对过去的看法。他表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能够重新

思考由先锋派的领导和群众（以及他们的行动）的框架，而这在此前是不言自明的存在
11
。 

 
10 康润伊、铃木宏子、丹野清人：《我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日本评论社，2019年。 
11
 可见色川大吉：《本人史：其理念与尝试》，讲谈社，1992年所收《六月下了绵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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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这一信念，他继续在东京八王子地区进行田野调查，发现了民众自身构思了宪法的

事实，1968 年在同一地区发现的五日市宪法草案是居住在日本的地方社会的民众在当时的

政治背景下如何构思民主主义，以及如何展望下一个社会的代表例。  

色川是在与学生和市民共同进行田野调查时遇到了这些罕见的资料。当然，历史学家在

田野调查中所遇到的的不仅限于材料。在他所遇见的众人中，包含了与桥本义夫（1902-1985）

的相遇。 

桥本出生于战前，尤其热爱书籍与历史，在经营书店的同时，也有志于地方文化活动。

虽然受到大正民主主义的影响，但他对于战争时期挥舞战时合作旗帜一事，在战后通过《战

争责任自述》的完成，列数了自己的罪状，是一位能与内心深处的自我进行对话的人物
12
。 

桥本义夫开展了在当地竖立与历史有关的纪念碑等活动，并自 1950 年代以来，推动当

地的人们写下他们的经历或日常感受。随着参与者的增加，在 1960 年后半叶，终于完成了

一本册子。色川目睹了桥本的实践，写下了《现代的常人：桥本义夫论》
13
。 

此后，在 1970年，他尝试以所处的时代中的个人视角进行捕捉，以本人史这个用语命

名了《一份昭和史：关于〈本人史〉的尝试》。为了响应桥本的号召，作为历史学家自身也

书写关于自己生活在历史中的经验，也呼吁邀请其他人进行尝试。这本著作荣获了当年的每

日出版文化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体。在今天，本人史一词已经普遍化，而其是由一位个

性鲜明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发明的。他并不是作为"代表"或"指导"人们的专家，而是作为一

位市民在与时代的对话实践中这一点，是与他的安保经验相重合的。 

色川的出发点是提出如下主张，即作为经历过昭和时代的战前时期的一代人，应重新考

虑自身与实施战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后，本人史的聚集遍布了包括冲绳和北海道的全国

各地，以本人史为对象的自费出版也受到当地出版社的支持得以普及推广。色川自身也积极

参与各地区的活动，讨论本人史问题。 

此后，自 1980 年代后，甚至出现了能被称为本人史的产业，其范围广阔，组织展开了

形形色色的研讨会。而到了 2010年代后，重要报社开始出售用于制作本人史的时间顺序表，

记者们也纷纷出动采访本人史书写等项目
14
。在求职和学校教育中，本人史这一词汇的使用

也在增加。 

 

4. 本人史与地区史 

我意识到，"本人史"的书写这一点实践，归根到底说来是一种探索，去解明与地区、与

他人的联系，并且因为这一种个人与地区与国家的历史的关联，它也显示出与历史学有交叉

的一面。 

作为例子，我想关注与我自身有深刻关联的长野县南部的下伊那地区的历史。尤其是，

我将从民俗学家后藤综一郎（1933-2003）的实践出发，即他从 1970年代起有意识地将本人

史的问题与寻找地方史连结起来，由此联系到明确了满族移民史的市民活动。 

 

雨》。 
12
 桥本钢铁二编、桥本义夫：《在暴风雨中》，私家版，1996年。 

13
 色川大吉：《一份昭和史》，中央公论社，1975年所收。 

14
 可见小林多鹤：《被叙述的〈人生〉》，学阳书房，1997年；释七月子《叙说〈本人

史〉》，晃洋书房，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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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藤综一郎在明治大学时参与了学生运动，在安保条约斗争后，走上了研究者的道路。

他推动了柳田国男（1875-1962）的研究，并试图将民俗学作为一门与地区对话的学科重新

思考。 

后藤在自己的故乡长野县南部的远山地区与住民们合作，编纂地方史。后藤发挥了其家

乡特有的人际脉络，与当地住民们共同编纂了地方史。它可以被看作是村子的本人史。 

后藤与当地住民的合作并没有随着历史书的出版而结束，为了使被记录下的村子的历史

能成为住民自身的历史，为了能继续学习村子历史，他成立了远山常民（toyamajomin）大

学
15
。后藤所提倡的常民大学运动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此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多种联系，

后藤与全国各地的人们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常民大学的实践活动传播扩大到邻近的地方城

市，促成了一个名为饭田历史大学的学习组织的形成。后藤在那里进行演讲，他反复强调将

地方历史与自身的历史相连结的重要性。 

在这里，目标所指向的作为自我理解的地方史与解明自身历史的动向相关联，这其中包

括了负面的历史。在饭田历史大学的讲座中，一位在战前曾作为开拓团到过中国的听讲生作

了证词，其他与会者都认真倾听。由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得到探讨的从本地区输送

出的众多的满洲移民的历史得以阐明。自 1980年代至 90年代，当地住民开始挖掘自己地区

的满族移民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2000年代以后关于战争历史的采访活动开始走上正轨。 

这种动向与饭田市历史研究所这一自治体单位的历史研究专门机构的创建相联动
16
。饭

田市有 10 万人口，为了编纂地方史，聘请了在硕博阶段学习的研究人员作为有聘期的研究

者，推进地方史研究。这个历史研究机构与市民的采访活动共同迈进，记录了许多人的证词

言论。 

在市民组成的叙说满蒙开拓的研究会中，有一些是在大规模自杀中幸存下来并返回家园

的人。对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谈论悲痛的历史绝非易事。随着时间的逐渐推移，信任感逐渐

培养起来，该地区成为一个可以讲述历史的地方。 

战后的中日友好运动在该地区也很活跃。从各个方面的相关者处积累到的大量信息材料

得以统合起来，其中包括了作为留守中国的日本人的父亲，和作为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宣传

这一问题的僧侣，他们推动了 2010年代的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的建立
17
。纪念馆中有中日再

不开战的纪念碑，是一个蕴含和传承了当地住民的各种记忆和经验的设施场馆。 

下伊那地区的实际例子表明了，在书写一个地区的历史时，如何使其成为个人的历史时，

当地的住民自身的学习、调查和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结语 

我于 2013年至 2015年在饭田市历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在那里，我负责运行一个当地

住民参加的研讨会，并由此得以设立一个书写本人史的场所，这也是我长期以来的关注点所

在
18
。 

 
15 地域文化研究会：《扎根地区的民众文化的创造》，藤原书店，2016年。 
16
 关于饭田市历史研究所，参见饭田市历史研究所网页。

https://www.city.iida.lg.jp/soshiki/39/ 
17
 参见满蒙开拓和平纪念馆（阿智村）网页。https://www.manmoukinenkan.com/ 

18 作为研讨会记录，参见安冈健一：《从〈个体〉的历史看地区：从〈本人史〉重新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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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举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女性所写的本人史为例
19
。为书写本人史而参与研讨会的相泽

莉依女士的母亲是留守中国的妇女。相泽女士出生于战后的中国，在当地长大，并得到了大

学里教员的工作，但至 1990年代，她决定追寻她母亲的根源来到日本。她随后搬来了日本，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日语。 

她所写的本人史《幸——被幸运与幸福所包围的平凡人生》（2016年）追溯了她的半生，

记录了一位女人如何跨越日本与中国的生活的经历。无论这个地区的历史研究如何兴盛，如

果没有她自己的写作，这本一半是中国历史、一半是日本历史的书籍就不会诞生。即使进行

了采访，若非听众同时熟悉这两方的历史也无法理解其经验的完整情况。能够全面追踪这一

独特途径的首当其冲的是当事人相泽女士本人。这本书在 2021年获得了《女性文化奖》，这

具有象征意义，说明了地方的历史文化能通过由不同经历根源的当事人的描绘而得以丰富的

可能性
20
。 

共同参与研讨会的人们也遇到了相泽女士，一位中国归国人员，再次成为一个可见的存

在。相泽女士的例子表明，如果我们作为承载历史的主体，相互交谈的空间如果能以公开的

方式构建，我们实际上可以构建的是一个适合当今跨越诸多边界的全球化市民的历史意识。

在某个地区共同生活的"我们"之中，流淌着并汇合着众多的历史支流。通过"我"的历史的书

写，经由分享，得以产生"我们"。 

全球史的问题提起对我们做出了以下要求，即要求我们对民族国家框架的固定化、并对

其中被同质化的想象力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
21
。具体的线索在何处？我们所探求的并不仅

仅是与对历史学迄今为止所积累的过去本身，还可以参与创造一个"历史'领域'"，它伴随着

一种将战争与殖民统治的历史与每个人的人生相连结从而了解自己的愿望。 

我认为，除了目前为止的历史学已有的作用，即充当指摘问题的检察官和作出判决的法

官的作用之外，其还应该发挥新作用，如律师般能支持实现人们的权利的作用。我认为，这

种角色如果成为可能，那我们能够与其他专业人员、抑或许多非专业人员合作，培养下一代

的、更为广泛的历史研究的承担者。 

我们可以设想多种可能的"现场"的形式，诸如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们与历史学家一起

工作，书写包括家族史的本人史的研讨会等。如此，如果对于谱写每个人的历史的权力得以

实现，从历史学的分期来说，尤其是对与现今相连接的现代史所承担的功能得以添加的话，

这不将会促进跨越国界的对话，进一步提高目前已有的历史学对市民的贡献吗？若我们都能

直面所处社会的"此时此地"的历史意识的性质，那无疑会有助于丰富我们未来的对话可能

性。 

 

 

 

视》，《饭田市历史研究所年报》，16号，2019年。 
19
 安冈健一：《从本人史看满洲记忆与地区史研究的可能性》，佐藤量、菅野智博、汤川真

树江：《战后日本的满洲记忆》，东方书店（售卖）2020年 4月。 
20
 《女性文化奖获得者 在饭田的遗留中国的日本人２代人相泽女士 关于和平的所思 由

日语的书写》，《信浓毎日新闻》，2021年 10月 19日。 
21
 Sebastian Conrad（小田原琳翻译）：《全球史：为了批判性的历史叙述》，岩波书店，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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